
历史学与史学史

王晴佳

历史一词
,

实际包含两种意义
.

一是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
,

包括人们的思想和行

为
。

二是人们
,

主要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总结
。

这后一种意思也就是历史学
,

或简称史

学
。

¹对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的总结
,

则称为史 学史
。

以此看来
,

史 学史应该是很重要

的
。

如果说历史是人们对以往一切过往行为的总结和阐述
,

就象人们必须依靠记忆来生存

那样
,

史学史则是历史学家对以往一切历史著作的反思
.

没有史学史的研究
,

历史学家就

无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水平
。

没有史学史的研究
,

历史学家甚至无法了解历

史学的过去
。

但古今中外
,

历史学家对史学史的研究并不很重视
。

中国古代史籍浩如烟海
,

光正史

就有二十多部
,

俗称
“

二十四史
” .

但在这些浩繁的史籍中
,

只有唐朝 的刘知几 (66 1一721

年) 写过一本 《史通》
。

在其中
,

他总结了历史学的发展
,

并提出了 自己对历史学编撰的

设想
。

刘之后
,

清朝的章学诚写了 《文史通义》 一书
,

进一步阐发了对历史学编撰和研究

的看法
。

从刘知几至章学诚
,

其中隔了有千年之久
。

期间尽管也有一些史评或读史笔记之

类的著作
,

但其质量和规模
,

都不足以与刘章两书相 比
,

称不上正规的史学史著作
。

实际

上
,

章学诚的 《文史通义》也不单纯是一部史学史著作
.

顾名思义
,

章企图将文史揉合在

一起
,

不加区别
。

这种文史不分家的传统
,

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一
,

下面还要谈到
。

我们

因此可以这样说
,

在众多的中国史学典籍中
,

仅刘知几 《史通》 一书硕果独存
,

为正统的

史学著作
。

相似的情形也见于欧洲
。

自古希腊开始
,

史学家希罗多德 (H er o d ot us
,

前 48 5一425

年) 写就 《历史》 一书以后
,

历史写作在西方堪称绵绵不绝
,

蔚然成风
。

希罗多德写作的

时代是公元前 5 世纪
,

与孔子差不多同时
.

比之司马迁 (前 145 一87 年 )
,

则早了有三百

年
。

从古典时代至文艺复兴
,

欧洲史学经历了有两千年的发展历程
。

即使在中世纪
,

人们

对历史的兴趣也不曾减弱
。

中世纪的僧侣们企图运用历史来阐述宗教教义
,

揭示上帝对人

类历史的主宰
.

在这两千年中
,

尽管历史名著杰作层 出不穷
,

但史学史的专著
,

则寥寥无

几
.

杰出的古希腊史学家波里比阿 (P ol yb iu s ,

前 198 一117 年) 曾经对他前人的著作发表

¹ 我曾在 《世界历史》上对
‘

历史
,

一词的理解作过一些阐述
.

见 《历史学的发展需要历史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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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点议论
,

这可算是一个例外
.

16 世纪法国的让
·

波丹 (Jea n B o d in
,

1 530 一 15 6 9 年)

写了 《历史解读法》一书
,

可称得上是较早的一本欧洲史学史的著作
。

比它更早的
,

据我

所知
,

可能是阿拉伯历史学家依本
·

卡尔顿 (Ib n K ha ld un
.

13 32一 14 06 年) 的 《历史导

论》 了
.

但如所周之
,

卡尔顿并不是欧洲史学家
.

尽管他的书对后来的欧洲史学有一定影

响
.

但实际上
,

波丹等人也并不对历史写作本身感兴趣
.

他们只是阐发自己对历史的看

法
。

从现代意义上来说
,

他们属于历史哲学家
,

而不是史学史家
。

在欧洲
,

真正的史学史

方面 的研究
,

则要到 19 世纪才出现
。

一开始主要是历史资料的编撰
,

以德国为领先
。

r8 3 0 年
,

德 国 史 学 家 达 尔 曼 (F r ie d r ieh D a h lm a n n ) 编 出 了 (( 德 国 史 史 料 》

(Q u e lle n k u n d 。 d。: d e u tsc he n e e sc h ieh te ) 一书
。

接着英国和法国的史学家
,

加上美国史

学家
,

也相继编 出了史料性的著作
.

18 74 年
,

在上述史料研究的基础上
,

英国史学家罗

伯特
·

弗林特 (R o b er t Fl int
,

1 838 一191 0 年) 写出了称得上是第一本史学史的专著
: 《欧

洲历 史 哲 学 : 法 国 和 德 国 》 (T he Ph izo so p h y o f H ist o ry in E u r o p e : F r a n c e a n d

G cr m a n y )
。

尽管书的名称用的是历史哲学
,

但弗林特实际上写的是欧洲史学在近代的发

展
。

书中论述了理性主义史学
、 ‘

浪漫主义史学
、

民族主义史学
,

以及历史哲学的形成
.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
,

史学史专著在欧美各国层出不穷
.

对我国读者来说
,

比较熟悉的

有美国历史学家罗滨逊 (Ja m es H a rv ey R o b in so n) 的 《新史学》 和罗滨逊在哥伦比亚大

学 的同事绍特韦尔 (Ja m e s T
.

sho tw e ll) 的 《史学史导论》 (In tr o d u etio n t o th e H isto ry

of Hi st o ry )
.

这两本书都有 中文译本
.

另外
,

两位法国史 学家朗格卢瓦和 瑟诺博斯

(C h a r le s V
.

L a n g lo is : C h a rle s se ig n o b o s) 的 《史学导论)) (I
n tr o d u etio n to th e s tu d y o f

Hi st or y ) 也早在 30 年代就有了中文译本
。

当然
,

在这一时期
,

最著名的史学史著作可能

要算是英国古奇 (G 伪
rge P

.

G o oc h) 的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H ist or y an d

H ist o r ia n s in th e N in e te e n tl、e en tu ry) 了
.

中文译本 已由商务印书馆一 19 8 9 年出版
。

上

述的几本书都是概括总结西方史学发展的名著
,

也是当时欧美各国大学历史系通用的教

材
.

从那时起至今
,

史学史的课程在欧美大学成了一门基础课
.

西方史学家对史学史的重视也影响了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家
.

但因为当时中国和西方

社荟清形的差异以及国际地位的不同
,

研究者的目的和心态很不同
.

研究的方向也不一

样
.

如果说西方史学家研究史学史是为了总结以往历史学的成就
,

那时的中国史学家考虑

的更多的是怎样批判和改造传统史学
.

梁启超的 《新史学》 (19 0 2 年) 是一显例
。

《新史

学》 不仅是中国史学家在近代第一本史学史研究的杰作
,

而且是批判封建旧史学 的先声
.

激愤于中国的贫穷和积弱
,

梁启超企图对整个传统文化进行一个彻底的改造
.

历史学向来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之一
,

因此史学的改造便成了当务之急
。

梁启超的 《新史学》 可说是为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设定了一个基调
。

虽然他本人后

来逐步改变了对传统史学一概否定的态度
,

但就总体而言
,

中国近代史家承认旧史学改造

的必要 ; 他们的区别是怎样改造
,

或用什么方法进行改造
.

顾领刚否定古史的可信性是一

种方式
,

胡适的
“

大胆假设
,

小心求证
”

来整理古籍也是一种
,

傅斯年强调史料的验证和地

下实物史料的发掘在这一方面也有一定贡献
.

当然
,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解放前后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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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来重新写作古代历史的著作更是引人注 目的一个例子
.

¹

以上对中外史学发展的简单回顾有助于我们认识史学史研究的必要性
.

但是
,

我们还

需面对的一个现象是
,

为什么历史写作在西方各有好几千年
,

而史学史研究则是在近代以

来才出现呢? 从表面上看
,

这一现象似乎可推导出一个危险的结论 : 历史学家并不重视自

身学科的发展史
.

一方面
,

历史学家要求人们重视历史
,

牢记过去的一切
。

但另一方面
,

历史学家本身并不重视历史学的研究
。

这一 分析乍似有理
,

却并不完全正确
,

至少以此指

责历史学家是不公平的
。

实际上
,

这种现象普遍存在
。

尽管现代科学已经有了不少瞩 目的

发展
。

但大多数科学家并不从事对自身学科的研究
。

就拿物理学来说
,

只有托马斯
·

库恩

(T h o m as K u h n) 写了一本轰动一时的总结物理学发展史 的书 《科学革命的结构》
.

库恩

的书自然是划时代的著作
,

对其他学科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

但相类似的著作
,

却并不见多

少
。

自称物理学史家的人
,

也不多见
.

如果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

这一现象是否说明人类的自然健忘
,

几乎是一种本性呢 ?

我不知道
,

也不想作出这一判断
。

但也许正因为人们不想总是回顾过去
,

才会有今天的发

展和成就吧
。

中国古代史书汗牛充栋
,

但王朝循环往复
,

社会不见得有多大进步
。

但我不

想因此建议我们不学历史
,

或者说历史不重要
。

因为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联系
,

还有待研

究
,

不能假设
,

更不能视作理所当然
.

学术研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独特的传统
,

人类对知

识的追求是其区别于动物的一个主要标志
。

它并不因为其社会功利价值的大小而丧失其存

在的地位
.

实际上
,

历史研究表达了人们积累知识 的一种愿望
,

而知识的积累是社会发展的基

础
。

我所以并不赞成近年有人提出建立
“

实用历史学
”

的建议
,

因为这种做法只能使历史学

庸俗化
,

或沦为
“

影射史学
” ,

对历史学发展无益
。

史学史的研究是历史学家积累历史学知

识的一种方式
。

因此
,

这一研究必然与历史学的发展有联系
。

为什么在历史学发展的早

期
,

史学史研究不曾发达
,

就显示了这样一个道理
.

换句话说
,

史学史的研究依赖于历史

研究本身的进步
。

这一进步主要表现之一是历史学研究的专业化
.

在欧洲
,

长期以来
,

历

史著作的写作常常是一种业余爱好
,

其写作者有自己的职业
,

并不以写作历史为生
。

他们

或是旅行家
、

政治家
、

军人
,

或者是宗教人士
、

尼姑
、

僧侣等等
。

历史写作对他们来说是

一种业余爱好
,

或出于一种政治目的
.

如古罗马政治家凯撒 (Juli u s Cae sar
,

前 100 一44
年 ) 就写 了两本有名的历史著作

,

记述了他远征高卢的功绩
,

以此来扬名政坛
,

拓展仕

途
.

显然
,

历史研究对于凯撒来说
,

只不过是他政治手段的一种
.

我们因此很难想象象凯

撒这样的
“

业余
”

历史学家会有意识地对历史学的发展作进一步的反思
,

尽管他的著作本身

对罗马史学进步有一定贡献
.

¹有关的中文著作很多
,

不再举例
.

英文可见阿里夫
·

德力克 (A rif D irl ik) 《革命和史学 : 中国马

克 思 主 义 史 学 的 起 源
, 19 19一 19 37 年 )) ( R e v o一u tio n a n d H ist o r y : o 、i g in s o r M arx i st

H io to d o g ra p hy in C h in a ) (加州大学出版社 19 78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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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史学的专业化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才形成的
。

其标志是历史研究机构的建立
,

专

门史学杂志的发行
,

以及大学作为教学和研究机构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专业历史研究人

才
.

在 19 世纪 70 年代
,

就美国而言
,

一些大学开始设有历史学教授的职位
.

18 76 年
,

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开始培养历史系研究生
.

哈佛大学也建立了相应的项目
.

至 19 世纪

80 年代
,

德国
、

英国和美国都相继建立了历史研究的专业学会
,

以后又 出版了专业刊

物
,

如 《英国历史评论》 (18 8 6 年 )
,

《美国历史评论》 (1 8 9 5 年) 等等
.

不过
,

在这些专

业学术团体建立的初期
,

并不是所有的会员都是专业历史学家
,

但显然
,

这些机构大大地

促进了史学研究专业化的形成
。

¹历史研究在近代中国
,

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
。

不过我国

白己培养的历史学博士则是近几年的事
。

历史学家的专业化还表现在
,

他们必须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独立的人格
.

在中国古

代
,

历史学家很早就成了一种职业
。 “

史
”

的原意就是一种宫廷的官职
。

但是
,

我们能不能

说
,

历史学家在中国古代
,

就早已专业化了呢 ? 显然不能
.

其中理由很简单
,

那时的历史

学家是宫廷意志的附庸
.

他们不能独立思考
,

也不能自由写作
。

事实上
,

所谓
“

正史
”

的写

作
,

多是在皇帝的直接旨意下进行的
.

宫廷的直接干预看起来似乎有助于历史的编撰
.

历史学家进人宫廷
,

便能看到许多难

以寻觅的文件资料
.

但实际上
,

宫廷史家的历史研究
,

受到极大限制
,

忌讳颇多
。

刘知几

曾 汁此作过精彩的描述
,

兹不举例
。

º宫廷史家的作品
,

因此也常常失实
。

它们对一些有

损 。廷脸面的事实
,

讳莫如深
。 “

为尊者讳
,

为亲者讳
,

为贤者讳
’

是孔子早就制定的一条

准则
. “

如实直书
”

的作品
,

并不太多
.

仅举一例
,

《明实录》对明朝初年的
“

靖难之役
”

和
“

夺门之变
”

两事
,

巧言粉饰
,

不敢直书
.

而 《实录》 通常是宫廷史家写作历史的基本素

材
。

如果 《实录》都有所隐讳
,

何谈正史 ? 当时的历史学家就对此特别不满
,

他们叹道
:

“

有明以来
,

国史失诬
,

家史失谈
,

野史失臆
” 。

»所以有谈迁的 《国榷》
,

张岱的 《石匿藏

书》 等所谓野史在明朝的盛行
.

试想
,

在封建统治的高压下
,

历史学家怎能对于历史学作

出客观的总结呢? 真正的史学史家象刘知几等人因此也就成了凤毛麟角
。

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写作
,

也就不能自由评论别人或前人的作品
.

这两者都导致系统的

史学史的研究不能开展
。

因为历史思想的研究
,

是史学史这一学科的主体
。

从欧洲史学史

的发展来看
,

正是由于史学家思想的活跃
,

才引发了史学史这一学问
。

上面提到的罗伯

特
·

弗林特一书
,

正好说明了这一情况
。

弗林特阐述了对各种史学流派的看法
,

成为史学

史研究最早的一个例子
.

这一例子还说明
,

社会思潮所导致的历史学家对历史所作的不同

¹见约翰
·

海厄姆 ( Jo h n H i g ham )
, (( 专业历史学研究在美国》 (H i sto ry : P ro re s si o n a一sc h o一a r比 ip

i n A m e r ie a ) (约翰
·

粗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

19 89 年再版) : 另见彼得
·

诺唯克 (Pe t e r N o v ie k )
.

《那个高尚的梦想 : ‘

客观性间题
’

和美国历史学的专业化》 (T ha t N o blc D re am
: Th 己o bj ec tivi ty

Q u e s t io n 扩a n d th e A me d e a n H is to d e a lp ro fe s sio n )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 8 年版)
.

º见 《史通
·

怜时》篇
.

»张岱 《石医藏书
·

自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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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

是史学史研究的前提之一 这一说法在中国近代也成立
.

梁启超的 《新史学》一书

的产生
,

便是在欧风美雨的飘荡下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改造中国文化而对传统史学进行反省

的一个产物
.

以后随着时代的变迁
,

中国史学家继续对史学的改造进行探索
,

产生了各种

各样的史学流派
,

成为史学史研究的丰富题材
.

¹

欧洲社会思潮对史学史的影响
,

十分明显
.

文艺复兴时代
,

史学家即将历史发展分为

三个阶段 : 古典
、

中世纪和他们自身的时代
,

认为古典文化经过了中世纪的漫漫长夜
,

在

15
、

16 世纪复苏
,

进人了一个新时代
.

这实际上既是对历史的一种解释
,

也是对史学发

展的总结
.

18 世纪的启蒙学派史家继承了这一解释
,

发展出理性主义史学
.

18
、

19 世纪
\

之交
,

浪漫主义思潮在欧洲盛行
,

中世纪文化得到了重新估价
.

历史学家更注重历史学发

展的延续
,

而不是断裂和复苏
.

至 19 世纪中叶
,

实证主义思潮成为主导
,

历史学家力求

在事实中寻求解释
,

而将对历史的理论探讨让给了历史哲学家
,

或干脆哲学家来处理
。

当

然
,

这并不等于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时
,

不带任何政治或学术信念
.

上述社会历史思潮的递擅
,

形成了欧洲史学史的主要内容
.

对这些不同史学流派的分

析
,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历史学家对历史所作的各种解释
,

以及这些解释所反映的史学的进

步和社会的发展
.

事实上
,

史学流派的产生
,

也会对历史编撰产生影响
.

启蒙史学家伏尔

泰一再强调古不如今的理性主义思想
,

强调史学必须为现实服务
.

他认为古史既不可信也

不实用
.

同时期的英国历史学家博林布鲁克 (B of in g b ro kc
,

167 8一1751 年 )
,

伏尔泰钟期
友

,

也重申了他的论点
,

并运用历史批判方法
,

对古史的欺隐作了揭露
.

与伏尔泰相丧
,

博林布鲁克的历史实用主义更为明显
.

他信奉古希腊时代就流行的
“

历史是以事实为训的

哲学
,

的论点
。

º至于实证主义对史学编撰的影响
,

更是明白无误
.

由于实证主义强调对事

实的搜集和整理
,

导致历史学家埋首于文件档案堆里
.

一时间
,

大有不用档案就不能写作

历史的气概
,

这种风气直至今 日
,

仍然在欧美各国盛行
·

当然
,

历史史料的使用在今天是

大大地扩大了
,

社会史家开始运用各种文献资料
,

也包括口述史料来写作历史
.

但注重史

实考证之风
,

仍旧与 19 世纪史家一脉相承
.

只不过在上世纪
,

运用档案写作历史还是一

种创新
,

而在现在
,

档案的运用和对史料的批判则成为历史学家的基本训练了
.

由于历史研究很早就为统治阶级所严密控制
,

中国古代并不见多种史学流派
.

这也从

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史学史在中国古代不曾发达的缘故
.

从秦统一中国
.

特别是汉武帝

触尊孺术
,

以来
,

中国古代学术界相对比较划一沉寂
,

儒家学说一统夫下
.

直至北宋
,

理

学的产生才掀起了一些波澜
,

但也是对儒家学说的解释和发展
,

主体内容并无根本性的变

化
。

这样的社会环境必然限制了史学流派的产生
.

举例来说
,

孔子力求通过历史著述来树

立道德标准和政治理念的传统
,

·

始终为后来的史家所继承和发扬
.

司马光的 《资治通鉴》

是这方面的样板
.

与之相比
,

司马迁的
。

究天人之际
,

通古今之变
’

的理想
,

并没有多少人

能真正响应
,

付诸实践
.

也许宋朝的郑樵可算拾到一点牙慧
.

理学家朱熹
、

二程
、

历史学

¹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
.

近来已有不少
.

如许冠三的 《新史学九十年》二卷 (香港中文大学
19 8 6 年版)

一

和吴泽主编的 《中国近代史学史》二卷 (江苏古籍出版社
, 19 8 9 年版)

.

º有关伏尔泰
,

可见张广智: 《略论伏尔泰的史学家地位》
,

《历史研究》
,

19 82 年5期
.

关于博林布鲁

克
.

可见拙文 《博林布鲁克的历史研究》
,

见王晴佳
、

陈兼主编 《中西历史论辩集》 (上海学林出

版社
, 19 92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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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司马光
、

郑樵
,

以及历史编撰的通鉴体
、

纪事本末体都出现于宋代
,

可见那时思想还 比

较活跃
,

哲学家
、

历史学家能对文化的发展作一些补充
,

偶尔也能启发一点新意
.

不过对

宋代史学和社会思潮的进一步的研究
,

尚未见到
.

救亡图存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
,

为严酷的现实所逼迫
.

这一特点在思想上

表现为民族主义
,

方法上则是实用主义 ; 文化改造
,

西学输人的目的都是为了拯救中国
.

从魏源的 《海国图志》 到黄遵宪的 《日本国志灰 其宗旨都是为了怎样
“

师夷制夷
’ ,

并不

想对中国史学本身作改造
.

康有为
、

严复接触了不少西学
,

但其历史思想仍受制于公羊三

世说
,

企求用三世说来附会历史进化论
,

为变法开辟道路
.

梁启超的 《新史学》的产生才

有意识地将改革传统史学提上议事日程
.

梁写作此书时
,

正值他变法失败
,

流亡 日本
.

祖弋

广泛阅读了 日译西方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
,

服膺历史进化论等西方历史思想
,

反观中国传

统史学
,

痛定思痛
,

因而对中国旧史学发动了猛烈批判
.

这可说是中国史家第一次自觉地

运用新的历史理论改造旧史学的尝试
.

我以为
,

梁的 《新史学》一书应视为中国近代叉学

的开端
.

梁启超 之后
,

各种史学流派纷陈
,

但其基本特点未变
.

胡适宣扬杜威 (Jo h :

D e w ey
,

18 5 9一1 952 年) 实用主义之所以能风行一时
,

说明了当时中国学者寻求治国救国

药方的急切心情
.

无庸置疑
,

杜威实用主义推重科学方法的万能作用
,

符合了人们的心

理
.

许多人认为
,

只要掌握这一方法
,

他们就能变腐朽为神奇
,

使中国文化复苏
,

使中国

富强
。

所以
,

如果说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勾勒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基本面貌
,

一点也不为

过
.

以后的史学发展
,

也未脱案臼
.

四

以上分析说明
,

与历史研究相比
,

史学史的研究要相对更专业化一点 ; 它大致上是近

代才发展起来的历史学的一门分支
.

我国对史学史的有意识的研究
,

更晚了一些
.

1 949

年以前
,

只有非常少的一些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的著作
,

如金毓肪的 《中国史学史》
。

当

然
,

梁启超
、

钱穆的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描述了史学在清朝的演变
。

70 年代末
,

史学史
,

主要是中国史学史的研究
,

逐渐兴旺
,

不但有了多种史学史的专著
、

教材
,

如刘

杰的 《中国史学史稿》
,

仓修良和魏得良的 《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
,

吴泽的 《中国近代史

学史》
,

也有了专门的史学史研究刊物 《史学史研究》
.

但是
,

我以为
,

从这些著作和 《史

学史研究》上所发表的文章来看
,

史学史的研究在我国还存在一定缺陷和不足
.

这些不足

首先表现在方法和形式上
.

分

第一
,

史学史研究者忽视对二手材料和著作的征引和运用
.

也许是乾嘉学派余风所

及
,

中国历史学家从来就不重视对二手著作的征引
,

出处和注释从来都是为了原始史料的

引用而设
,

而对其他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

经常忽略不提
.

这给人的感觉是
,

似乎每一

篇研究文章都能发前人所未发
,

是第一手的研究成果
.

但实际上
,

不少文章既没有对已有

的学术成果作评论
,

也没有任何新东西
,

只是
“

炒冷饭
, ,

对史学发展并无益处
.

不幸的是
,

这一种做法也发生在史学史的研究中
,

我认为实在不应该
.

因为史学史研

究是为了总结前人对史学所作的贡献
,

评论有关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
,

是一种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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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和要求
.

这儿仅举一例
,

仓修良和魏得良的 《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是一本比较详尽

的教材
,

作者的概括和表述能力都值得赞赏
.

但是
,

无论在其导言和行文中
,

两位作者都

不提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

不说对司马迁
、

刘知几等人前人已有大量的研究
,

就是对

中国古代史学史的通览
,

以前也有过好几本著作
.

没有人能对中国古代史学作一概括而不

参考已有的著作
.

郑樵曾号称他的 《通志》是前所未有的
,

但后人也发现该书抄袭之处颇

多
.

事实上
,

列举前人的研究只有对作者和读者都有利
,

因为这让读者知道作者对这一课

题有研究
,

曾阅读过大量有关著作
,

证明他们的研究经历
.

第二
,

重迭反复
,

缺少新意
.

这一间题可能与第一个问题有关
.

因为史学史研究者不

重视二手著作
,

他们也就有意无意地重复已经被重复了好几次的观点
,

成为
“

文抄公
,

而并

拿
觉

.

有的则会使读者产生错觉
.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

十分不利读者和同行的进一步研

例如
,

在一份专业性刊物上
,

有一篇关于夏曾佑的文章
.

文章本身质量是一流的
.

但

文章写道 : 尽管夏的 《中国古代史》一书有颇大影响
,

然而对它的研究却显不足
.

这样的

论述显然很笼统
,

也不符事实
, .

首先
,

既然该书有很大影响
,

那么这种影响体现在何处 ?

一般认为
,

一本书之所以会有影响
,

一定是有不少人对它作了评论
.

既然有评论
,

怎么会
.

没有研究 ? 其次
,

就我所知
,

即使在近年
,

对夏的研究也不是一片空白
.

吴泽主编的 《中

国近代史学史》一书中就有一节专门论及夏曾佑的史学
.

在这之前
,

吴泽编的 《中国近代

史学史论文集》中
,

也有一专题论文
.

我认为
,

这篇文章至少应提一下这些近年的研究
.

即使认为那些著作不够质量
,

也应加以评论
,

以表示对同行著作的认识
.

相似的情形也见于老一辈的史家中
.

上述刊物还刊载过关于顾领刚与 《古史辩》 的文

章
.

可惜的是
,

这篇文章只是重复了人们有关顾和 《古史辩》 的一些基本常识
,

特别是有

关顾的
“

读书僻
,

和
‘

疑古僻
”

以及他
“

疑古思想的来源
’

的部分
.

对顾领刚稍有一点研究的人

都对此熟知能详
,

因为顾本人在
“

自叙
’

中已交代明白
.

有趣的是
,

同一刊物后来还发文特

意赞扬了这篇文章
,

认为此文能指出顾受到康有为今文学派影响而有所偏颇是了不起的观

点
.

但是
,

顾本人在 《古史辩
·

自叙》中也承认了这一点
.

台湾学者王泛森的 《古史辩运

动的兴起》 (19 87 年 ) 一书对此也作过论述
.

重复论述的现象还表现在
,

对一些课题一而再
,

再而三地研究
。

不甚其繁
.

司马迁的

研究可以是一个例子
.

作为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史学家
,

司马迁受人重视自然无可非议
.

但是几十年来
,

每当论及司马迁
,

总要对他写作 《史记》的宗旨和生平作一论述
,

却又缺

乏新意
。

实际上
,

这样的重复只是在写作教材时才有必要
,

其他场合都可省略
,

因为同行

学者都知道
。

如果司马迁研究者对他的生平和抱负不能阐发新观点
,

他们尽可略而不谈
,

而将精力集中在他们有所心得的地方
,

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学术的进步
.

第三
,

学术批评风气的薄弱
.

中国近代以来
,

特别是 19 49 年以来
,

历史学研究已经

逐渐专业化
。

我们有各种历史研究团体
,

也有十几种历史专业刊物
.

我国的大学和研究院

里不断培养历史研究人才
,

虽然有志历史的学生愈见减少
.

作为专业历史学家
,

就得有一

种关心历史学发展的共识
.

史学史的研究是一种
,

虽然并不要求每个史学家都成为史学史

家
.

但是史学史的研究必不可少
,

每当涉及一个课题
,

研究者必须对该课题的有关著作做

一总结和批评
,

以此来证明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

没有这种
“

史学史
,

的探讨
,

历史学何以进

步? 但显然
,

这一要求还没有成为共识
.

即使在最近培养的研究生论文中
,

也常常少了这

一步
.

(下转第乃夕页)



公元前 4 世纪雅典民众法庭的政治权力 15 7

情景
.

实际上
,

公民大会有时也行使司法权
,

而为

数颇多的政治决定是由法庭作出的
.

雅典人把他们的各别法庭当作一个统一的政治

机构
,

并不是把它们当成由参加公民大会的民众授

予某些司法权力的一系列法庭
.

‘

De m os一词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和用法
.

当

主张民主的人正式地使用该词时
,

它的意义是
.

全

体民众
’

或者
‘

雅典民众
, .

而当该词为一些哲学家

以及对民主持批评态度的人们所使用时
,

其意义通

常为
“

普通群众
’

或者
‘

穷人气 当用
‘

D em os
,

指某一

机构时
,

从来不是指民众法庭
.

相反
, ‘

D e m os
”

一

词常常是与指民众法庭的
“

D 次as te na
,

一词相互对

立的
.

如果我们相信现有的史料
,

那么
,

梭伦时代的

民众法庭 (S o lo n ia n H e lia ia ) 应当是由陪审员组

成的一个独立机构
,

而不是为了履行司法职能的民

众大会
.

按照雅典的法律规定
,

凡年满 20 岁的公民均

可参加民众大会
.

可是只有年龄超过 30 岁的公民

才能当选为民众法庭的陪审员
.

在当时的人口构成

情况下
.

这种规定会使近 1 / 3 的公民无权当选为

陪审员
.

每年
,

当选为民众法庭的陪审员必须履行宣誓

的仪式
,

而参加民众大会的公民是不需宣誓的
.

在民众大会上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
,

而在民众

法庭中
,

实行投票表决
.

从公元前 4 世纪 50 年代起
,

所有的政治审判

都归民众法庭
,

而民众大会被剥夺了司法权力
.

在雅典是存在公法和私法的划分的
.

涉及私法

的诉讼
,

通常由 200 或者 4 00 名陪审员组成的法

庭审理
.

而涉及公法的诉讼
,

则由 冬oo 名
.

有时

甚或由 10 00 名
,

15 00 名或者更多陪审员组成的法

庭审理
.

剥夺公民权这样一种惩罚
,

只对违反公法

的人们施用
.

政治案件只涉及公职人员
,

政治领

袖
,

或者运用某种政治权利或执行某项公务的一般

公民
.

作者估算
,

雅典的陪审员每年花在审理涉及私

法的案件上的时间约为 150 一2 00 天
.

每年
,

雅典

的法庭要对大约 700 名经手款项的公职人员进行

资格审查
,

要对五百人会议的每名成员进行资格审

查
,

在审查资格时
,

对每个被审查的人都要投一次

票
.

为了完成这项工作
,

每年约需 2 00 个小时
,

即需要法庭工作 22 天或者更长的时间
.

雅典的民众法庭通过资格审查和规定每名公职

人员卸任时必须作财务报告对所有公职人员实行监

督
.

对于雅典民主制度的运作说来
,

民众法庭和民

众大会是同等重要的
.

在涉及战争
、

和平
、

外交和

内政的重大决定时
,

民众大会起主要作用
.

(序学盛)

让接第 刃 页)学术讨论的缺乏也是史学批评缺乏的一种表现
.

我国众多的历史研究杂志

中
,

书评寥若寒星
,

讨论更是罕见
.

真诚的批评常常为虚伪的捧场所取代
.

在书评中
,

不

足和缺点常常被置于最后
,

轻描淡写地带过
,

唯恐开罪作者
.

这实际上是对历史学发展的

漠不关心
,

也是缺乏专业意识的表现
.

其实
,

没有史学批评
,

史学史的研究也就丧失了基

础
,

而没有史学史的研究
,

历史学本身的进步就会受到影响
.

身为历史学家
,

应该更知道

总结前人经验的重要性
.

这是我写作此文的主要 目的
.

不当之处
,

敬请批评指正
。

(上接第 14 7 页)我去巴基斯坦
、

〕口纳 ‘ 坦

桑都是独 自一 人
、

这表明领导对我的
‘

信

任
” ,

也是我以后
“

要革命
”

思想的动力之

一 (待续 )


